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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峰， 王永进

[摘要] 优化收入分配、缩小城乡和城市间收入差距，是“十三五”规划的施策重点。本

文运用“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方法，基于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首次从

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两方面对中国城市间工资差距的成因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研究发现：
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都是城市间工资差距的重要成因，其中集聚效应的贡献占主导地位，
但忽略选择效应会严重高估集聚效应的作用； 特大城市中高工资劳动力和低工资劳动力

并存，中等城市则主要为中等工资劳动力；大城市中的高工资劳动力从集聚效应中获益更

大，城市内工资不平等更突出，高工资劳动力的城市间工资差距更明显；高工资劳动力主

要集中在大城市中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劳动力从集聚效应中获益更大，是城市间工资不

平等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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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收入不平等不仅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 也是政策制定者乃至全社会迫切关注的重大

问题（程永宏，2007）。 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看，中国的收入差距整体上呈现不断扩

大的趋势（见图 1），并从 2000 年开始超过国际上贫富差距的警戒线（0.400），2015 年基尼系数仍然

高达 0.462。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中国的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过高的收入差距不仅会

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同时还会造成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Sen，1997）。 中央政府

不断强调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并将缩小城乡和城市间收入差距作为“十三五”改革攻坚的重点，
收入不平等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在收入差距的研究中， 城市间工资 （收入） 差距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踪家峰和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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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信息、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

联合国报告。

2015）。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间的

工资差距逐渐扩大（杨仁发，2013）。 根据历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2013 年地级

以 上 城 市 中 职 工 平 均 工 资 最 高 为 北 京

（93996.8 元），最低为伊春（24786.3 元），两

者相差 2.79 倍。 考虑到城市间收入差距的

日益扩大对中国社会和谐发展以及社会公

平的不利影响， 国内外众多学者给予了高

度的关注， 分别从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

（Fleisher and Chen，1997；董先安，2004；都

阳等，2014）、 生产要素配置结构与比较优

势（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龚六堂和谢丹

阳 ，2004）、 经 济 改 革 与 财 政 转 移 政 策

（Martin，1998； 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市

场 潜 能 与 就 业 密 度（Mion and Naticchion，2005；刘 修 岩 等，2007）、城 市 空 间 集 聚（Combes et al.，
2008；张文武和梁琦，2011；赵伟和隋月红，2015）等方面，对城市间工资（收入）差距的成因进行了详

细而丰富的研究。
劳动力在大城市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Glaeser and Mare（2001）将大城市的高工资现象定

义为 “工资溢价” ①。 总体而言， 城市间工资差距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①集聚效应

（Agglomeration Effect）及其异质性。 一方面，城市集聚通过技术溢出和创新提高生产技术和劳动生

产率，从而直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工资水平（田相辉和徐小靓，2015）；另一方面，集聚地区劳动力

市场的不断成熟以及对劳动力较大的需求，会间接提高所有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但是，不同劳动力

从集聚效应中获益的程度可能会有所差异，Davis and Dingel（2013）发现高技能劳动力从大城市的

集聚外溢效应中获益更大， 即 集 聚 效 应 对 工 资 的 提 升 存 在 劳 动 力 异 质 性。 ②劳 动 力 选 择 效 应

（Selection Effect）。 选择效应通过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区位选择来影响城市间的工资差

异，主要反映于工资和技能分布的左断尾和右断尾特征。 大城市庞大的人口数量会加剧劳动力市场

的竞争，同时较高的生活成本也使得低效率劳动力难以在大城市中生存。 高技能劳动力则倾向于选

择机会更多、期望工资更高的大城市（Combes et al.，2008；Venables，2011；Davis and Dingel，2017）。
Andersson et al.（2014）甚至发现高技能劳动力的区位选择对工资的作用超过了集聚效应，是大城

市工资溢价的主要来源。 识别选择效应和集聚效应及其异质性对城市间工资差距的作用，对于了解

中国城市间工资不平等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之间是相互作用、难以区分的（Behrens et al.，2014）。 首

先，大城市激烈的竞争意味着只有技能水平较高的劳动力才可以生存，而较高比例的高技能劳动力

又会反过来加强大城市的竞争程度，低技能劳动力迫于压力会选择小城市。 其次，由于大城市中的

高技能劳动力较多， 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会淘汰低效率企业 （Melitz，2003；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Ottaviano，2011），生存下来的高效率企业会支付劳动力高工资，即存在大城市“工资溢价”。 大

① 理论上， 大城市的工资溢价指的是特定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在大城市中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 本文则参照

Glaeser and Mare（2001）、踪家峰和周亮（2015）等众多研究的提法，将工资溢价用来泛指大城市更高的工资

水平，其中也包含了因技能水平差异而导致的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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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工资溢价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市集聚经济加强。 集聚经济的加强会

进一步提高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并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从而影响劳动力的选择效应。 因此，集聚

效应和选择效应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成为识别两种效应的重大障碍。 已有研究在考察城市间工资差

距时， 大多忽视了选择效应， 集聚经济的作用被高估 （Baldwin and Okubo，2006；Behrens et al.，
2014）。

实证研究中， 集聚效应与选择效应的内生性主要表现为很难找到可以准确区分两种效应的指

标，从而无法识别两种效应各自的作用。 Combes et al.（2012a）从无条件分布的视角探讨了法国大

城市中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对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即首先从分布的移动、伸缩、左尾特征三方面比

较大城市和小城市的生产率分布， 然后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来解释生产率分布的特征差异。
Combes et al.（2012a）直接关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作用结果，即大城市集聚效应使得其生产率

分布在小城市生产率分布的基础上整体右移，而选择效应则使得大城市中的低效率企业比例较低。
Combes et al.（2012a）不再关注大城市中激烈的选择效应是否来自集聚效应。 本文采用类似的设计

思路，首先在理论层面分析两种效应对工资分布的影响差异，然后在实证分析中识别工资分布的特

征差异，最后将理论分析与分布估计结果相结合，从两种效应的作用结果来识别各自的影响。 换言

之，尽管集聚效应会影响选择效应，但是本文更关注选择效应导致的结果，即大城市中的低工资劳

动力和高工资劳动力的比例特征，而不是选择效应的来源问题。 本文将大城市中的低工资劳动力和

高工资劳动力的分布结果，归为大城市选择效应的影响。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从研究视角看，本文首次基于劳动

力的工资分布， 从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两方面对中国城市间工资差距的成因进行了系统考察。
Combes et al.（2012b）采用类似的思路和方法对法国集聚地区的工资和技能分布进行了分析，发现

法国大城市集聚了大量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 本文研究则发现，与小城市相比，中国大城

市中的高工资劳动力比例更高， 而低工资劳动力比例较低。 在人口规模超过 500 万人的特大城市

中，高工资劳动力和低工资劳动力的比例均较高，与 Combes et al.（2012b）的结论相一致。 此外，本

文采用的 2005 年人口普查数据包含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所有制等信息，比 Combes et al.
（2012b）采用的法国人口普查数据包含的信息更全面，可以进一步探讨城市间工资差距的所有制异

质性，为缩小城市间工资差距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是从技术方法看，实证研究中如何区分大

城市的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Combes et al.（2012b）在研究中采用的“无条

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方法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思路，但是该文献仅能定性分析集

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作用的显著性，无法进行定量比较分析，从而无法识别哪种效应才是城市间工资

差距的主要来源。 本文在 Combes et al.（2012b）估计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定量测算分析，计算了集

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对城市间工资差距的贡献，从而可以识别出城市间工资差距的主要成因。 “无条

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方法可以定性和定量分析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作用，而且模型估计

不会受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一般的计量回归方法则难以处理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之间相互影响

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方法从两种效应的作用结果入手， 不再探讨选择效应的来源性问题。
Ciccone（2002）和 Combes et al.（2010）通过工具变量法估计了集聚效应的作用，但工具变量法却无

法捕捉或者控制选择效应的作用。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数据说明与城市间工资差距的描述

性分析；第四部分为估计模型设定；第五部分为估计结果分析；最后为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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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目前城市间（地区）工资差距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学者们也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

论。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关于工资（或收入）水平影响因素的探讨，国内外学

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此进行了分析， 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二是关于中国城市间工资差距成因的考

察，主要是识别大城市集聚经济和劳动力选择效应对工资的影响。
1. 城市工资水平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城市间工资差距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呈现逐渐扩大的势头（刘海洋等，2012）。 日益扩大

的城市间工资差距是中国经济协调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因此，城市间工资差距以

及城市工资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政策意义。
国内外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城市间工资（或收入）差距、城市工资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

究。 其中一些学者从劳动力流动（都阳等，2014）、人力资本（Fleisher and Chen，1997）、经济全球化

（Kanbur and Zhang，2005；万广华等，2005）、制度变迁与市场机制（张建红等，2006）、经济改革与财

政转移政策（Martin，1998；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等方面，对中国城市间工资或收入差距的成因进

行了考察。 另外一些研究则采用市场潜能、就业密度等指标，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对城市间工资

差距进行了探索（Mion and Naticchion，2005；刘修岩和殷醒民，2009）。 Mion and Naticchioni（2005）
首次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就业密度和市场潜能外部性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 并基于意大利数据

的实证研究发现，二者对城市工资水平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除此之外，有大量研究将城市间工资差距和城市经济学中的空间集聚理论相结合，分析经济活

动的空间分布对城市工资水平的影响（Glaeser and Mare，2001；Ciccone，2002；Combes et al.，2003；
王海宁和陈媛媛，2010；张文武和梁琦，2011；赵伟和隋月红，2015）。 不过，该部分研究主要侧重于分

析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制造业集聚与服务业集聚对工资的影响。 按照补偿工资理论，专业化

程度较高的城市，劳动者的失业风险较大，应以较高的工资对劳动者进行补偿。 Diamond and Simon
（1990）利用美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推断，即专业化程度越高的城市，其工资水平也越

高。 但是一些学者则认为，城市的产业多样性越高，越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生

产率会有较大提升（Glaseser and Mare，2001）。
国内研究中，王海宁和陈媛媛（2010）以 2004 年全国 30 个省份、36 个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考

察了产业空间集聚对工资的影响，最终发现产业内集聚对工资水平有显著的正效应，但是产业间集

聚的影响不明显。 杨仁发（2013）以 2003—2010 年 269 个地级市样本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产业集聚

对地区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作用，发现制造业集聚对工资有显著为负的影响，而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显

著为正。谢露露（2015）采用 2005—2007 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工资的空间“俱乐部”现象。在产

业集聚和城市间工资差距的研究中，二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较为突出。 对于工资和产业集聚之间的

内生性，Rosenthal and Strange（2008）采用差分和工具变量法（GMM 估计）来解决。 另外，不可观测

因素也会影响集聚经济的估计，Martin et al.（2011）采用固定效应和 GMM 估计方法来处理该问题。
2. 城市间工资差距的成因

劳动力在大城市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Eeckhout et al.，2014）。 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中

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Melo et al.，2009），因此其工资水平更

高。 Glaeser and Mare（2001）将大城市的相对高工资现象定义为大城市“工资溢价”。
关于城市间工资差距的成因，已有研究主要从城市集聚的角度进行了剖析。 一方面，城市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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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技术溢出和创新提高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从而直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集

聚地区劳动力市场的不断成熟以及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间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城市集聚经

济的微观机制主要有匹配机制、共享机制和学习机制（Duranton and Puga，2004）。 关于匹配机制，
Moretti（2010）已经证实了其对生产率、工资水平和就业率的积极作用。Helsley and Strange（2002）发

现空间集聚可以通过要素共享机制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Glaeser and Mare（2001）发现大城市中的

劳动力学习能力较高，城市集聚带来更多的交流机会，学习机制使得人力资本快速提升。 换言之，集

聚经济的匹配机制、共享机制和学习机制都有利于提升大城市的工资水平。
高技能劳动力之所以选择大城市，主要是因为大城市集聚的知识外溢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Clark et al.（2003）认为劳动力被吸引到大城市是由于城市集聚经济提高了劳动力的收益。 田相辉

和徐小靓（2015）通过控制微观个体效应和工具变量法等手段，证实了劳动力在就业密度更高的城

市会获得更高的能力，而就业密度更高的城市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工资。 踪家峰和周亮（2015）利用

2002 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项目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大城市的工资水平更高，而大城市集聚是其工

资溢价的重要原因。 由此，本文得出：
假说 1：大城市的集聚经济提高了所有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其工资分布在小城市的基础上整体

右移。
假说 2：大城市中的高工资劳动力从集聚经济中获益更大，其工资分布在小城市的基础上右移

幅度比低工资劳动力更大，换言之，城市间工资差距的主要载体是高工资劳动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影响城市工资差距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即劳动力的区位选

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 集聚地区的工资溢价也可能来自于劳动力异质性带来的选择效应，包括

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区位选择（Combes et al.，2008；谢露露，2015）。 大城市庞大的人口

数量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同时较高的生活成本也使得低效率劳动力难以在大城市中生存。
因此，大城市中的低技能（低工资）劳动力会转移到小城市，从而提高大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扩大

城市间的工资差距。
关于高技能（熟练）劳动力的区位选择，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大城市中的集聚经济可以带来更多

的学习和工作机会，大城市中的消费选择多样性和较高的工资水平也会吸引高技能劳动力（Combes
et al.，2008；Venables，2011）。 大城市中较高的高工资劳动力比例也会扩大城市间的工资差距。 近年

来， 高技能劳动力的区位选择效应越来越被学者重视 （Baum-Snow and Pavan，2012；Berry and
Glaeser，2005）。 其中，Baum-Snow and Pavan（2012）、Combes et al.（2008）、Matano and Naticchioni
（2012）、Mion and Naticchioni（2009）等学者均发现，高技能劳动力的区位选择效应是大城市高工资

的重要因素。 此外， 忽视劳动力的选择效应往往会使得产 业 集 聚 的 作 用 被 高 估 （Baldwin and
Okubo，2006；Behrens et al.，2014）。 Behrens et al.（2014）考察了美国城市的集聚、选择（selection）和

群分效应（sorting），发现在控制了人才因素和市场选择因素后，人口规模对人均收入的弹性由 8.2%
下降为 5.1%。 根据上述文献，本文得出：

假说 3：大城市中的低工资劳动力比例较低，高工资劳动力的比例较高。
已有研究中， 与 本 文 密 切 相 关 的 文 献 主 要 有 三 篇， 即 Behrens et al.（2014）、Combes et al.

（2012b）、刘海洋等（2012）。 Behrens et al.（2014）在理论模型中将城市规模内生化，考察大城市集聚

经济、 高技能劳动力和企业的选择效应对生产率的影响。 当高技能劳动力与高效率企业相互匹配

时，高效率企业为高技能劳动力支付高工资，高技能劳动力会选择高效率企业，企业生产率和劳动

力工资水平协同上升。 但是，Behrens et al.（2014）并没有采用实证方法来识别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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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选择效应。 Combes et al.（2012b）在研究法国集聚地区的技能和工资分布时，提出了“无条

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方法，通过劳动力技能和工资分布的平移与断尾特征，识别集聚效应

和劳动力选择效应对工资和技能分布的作用。 “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方法不仅可以同

时测度二者的影响，而且避免了遗漏变量和控制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还可以解决集聚效应和选

择效应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但是，Combes et al.（2012b）研究的是法国集聚地区的工资和技能分布，
中国大城市的工资和技能分布可能与法国等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异。 此外， 本文在 Combes et al.
（2012b）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两种效应的定量比较分析，从而可以定量识别出城市间工资差

距的主要成因。 国内研究中，刘海洋等（2012）在新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框架下，采用 2003—2009 年地

级市数据分析了集聚效应、人才归类效应（即劳动力选择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对地区工资差异的

作用。 但是，刘海洋等（2012）在文中也指出劳动力选择效应的度量指标过于粗糙，同时也难以克服

内生性问题，因此难以准确捕捉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对工资的影响。
综上，已有研究在中国城市间工资差距的成因分析中，一方面，采用的数据往往是城市维度的

宏观数据，难以捕捉微观劳动力个体的异质性特征；另一方面，研究所采用的一般计量回归方法难

以克服集聚和选择效应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又难以找到可以准确度量选择效应的指标，而忽略

选择效应又会对集聚效应的估计会产生较大的偏误。 因此，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 文 采 用

Combes et al.（2012b）的估计方法，利用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劳动力个体数据，对中

国城市的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进行考察，分析其对工资分布的影响，从而准确识别中国城市间工资

差距的主要成因。

三、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分析

1. 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有两部分，即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 1988—2013 年中国家

庭收入调查（CHIPS）数据。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共涉及 345 个地（市）、2869 个县（市、区）、
21182 个乡（镇、街道）、61820 个村（居）委会的 77417 个调查小区。 本文选取地级市劳动力样本作为

本文研究样本，包含劳动力的户口信息、受教育程度、职业、工作单位类型、是否签订固定期合同以

及固定期合同期限、年收入等信息。 剔除了年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工作单位类型、签订就业合同

情况等变量为缺失值的样本，最终分析样本涉及 289 个城市，包含 293257 个劳动力样本。
CHIPS 数据包含的城市会随着年份的变动而变化。 1988 年 CHIPS 数据调查样本涉及 10 个省

份（直辖市），分别为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云南与甘肃，共包含 84 个城市；
城镇样本共包含 9009 个城市住户（31827 个家庭成员）。 1995 年数据在 1988 年的基础上增加了四

川省， 但只涉及 69 个城市， 被调查城市和城市数目均有所变化； 城镇样本包括 6868 个城市住户

（21533 个家庭成员）。 2002 年数据在 1995 年的基础上增加了重庆直辖市，共涉及 62 个城市；城镇

地区个人生活状况信息数据包含 20632 个观察个体。 2007 年数据涉及的城市在 2002 年的基础上，
进一步增加了上海、浙江、福建、河北、湖南五个省份（直辖市），包含 10000 个城镇家庭。 但城镇数据

只公开了根据 CHIPS 调查问卷调查得到的 5000 个城镇家庭信息（14683 个家庭成员），来自国家统

计局的家庭信息暂未获得公开权限，公开的数据样本仅涉及 18 个城市。 2013 年的调查数据覆盖了

15 个省份，124 个城市，包含 7175 户城镇住户样本。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数据的样本期跨度较长，而且最新数据年份为

2013 年，而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相对较为陈旧，但是从样本所包含的城市数目看，CHIPS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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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性远不如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而且 CHIPS 数据涉及的城市以及城市数目会随着时间

的不同而不同。 因此，本文在分布比较分析中采用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在描述性分析中兼用

CHIPS 数据测算城市间的工资不平等。
在采用工资分布探讨城市间的工资差距问题时， 为了保证各个地区以及各个年份之间的工资

收入可以比较，本文采用省级物价指数对名义工资进行了平减。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各个省份的

环比物价指数， 对于 2005 年人口抽 样 调 查 数 据 采 用 2005 年 各 省 份 物 价 指 数 进 行 平 减。 对 于

1988—2013 年 CHIPS 数据，本文将 1988 年作为基期（物价指数=100），计算了各个省份在 1995 年、
2002 年、2007 年、2013 年的同比物价指数，以此对名义工资进行平减，得到劳动力个体的实际工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划分标准存在多次调整。 在 1955 年《关于当前城市建设工

作的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国家建设委员会（简称国家建委）首次提出了城市划分标准。 具体

划分如下：小城市的人口规模为 20 万人以下，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为 20 万—50 万人，大城市的人

口规模为 50 万人以上。 在 1980 年《城市规划定额指标暂行规定》中，国家建委提出了特大城市的划

分标准，即人口规模在 100 万人以上。 但是，1984 年的《城市规划条例》仍然沿用 1995 年的城市划

分标准，未包含特大城市。 在 2014 年《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国

务院再一次调整了城市划分标准。 具体修改为：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由 100 万人以上改为 500 万人

以上， 大城市的划分标准由 50 万—100 万人改为 100 万—500 万人， 中等城市的划分标准由 20
万—50 万人更改为 50 万—100 万人，而小城市的划分标准由 20 万人以下改为 50 万人以下。 在《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城市划

分均采用 2014 年《通知》中的标准。
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中，与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相匹配的 286 个城市中，市辖

区人口规模均值水平为 122.66 万人，中位数为 82.13 万人，75 分位点为 139.45 万人，与 2014 年《通

知》中大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即 100 万人较为接近。 若采用 1995 年的标准进行划分，那么大城市的数

目将远高于小城市的数目，而大城市中被调查的人口数目本来就比小城市多，此时大城市中劳动力

样本将远高于小城市，样本数目的巨大差距会影响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工资分布特征。 因此，关于大

城市与小城市的划分标准，本文主要参照国务院 2014 年的《通知》，即将市辖区人口规模在 100 万

人以上的城市定义为大城市，将市辖区人口规模小于 100 万人的归为小城市。
在对城市进一步细分比较时，本文根据 2014 的《通知》，将特大城市定义为市辖区人口规模在

500 万人以上的城市，大城市为人口规模在 100 万—500 万人之间的城市，中等城市为人口规模在

50 万—100 万人之间的城市，小城市为人口规模小于 50 万人的城市。 此外，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

还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均值水平、中位数水平、75 分位点对城市重新进行划分，考察城

市划分标准对本文结论的影响。 其中，城市的人口规模、人口密度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
2. 劳动力实际工资与残差工资

由于影响城市间工资差异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中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只是城市层面的因素。 识

别城市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对城市间工资差距的影响时， 需要首先控制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对工资

的影响，采用剔除个体特征因素后的工资（简称为残差工资①）进行分析。 因此，本文先对工资进行

Mincer 方程回归，回归方程如下：

① 本文中，“实际工资”指采用省级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残差工资”为控制劳动力个体特征后

的实际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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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wagei =α+βm·
m
Σedu

m

i +βn·
n
Σcontract

n

i +β3·contractyeari +β4·agei +εi （1）

其中，i 为劳动力个体，α 为常数项，εi 为随机误差项。 lnwagei 为劳动力个体的实际工资对数值。

edu 为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虚拟变量，受教育程度分为 7 类，即 m=1，2，3，4，5，6，7，分别为未上过

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取值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 contract 为劳

动力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的虚拟变量，包含已签有固定期劳动合同、已签无固定期（长期）合同，未签

订劳动合同三类，对应于 n=1，2，3。 回归中受教育程度虚拟变量中以未上过学为基准，劳动合同虚

拟变量以固定期劳动合同为基准，回归结果中这两个虚拟变量将会缺失。合同期限变量 contractyear
为已签有固定期合同的劳动力的合同期（月）。 劳动就业合同签订情况以及固定期合同期限可以反

映劳动力的就业稳定情况以及工作经验。 age 为劳动力的年龄。 对模型（1）进行回归后，取残差得到

剔除劳动力个体特征的工资水平 lnwage_res，即残差工资。
3. 城市间工资差距的描述性分析

（1）工资不平等的地区分解。 为了刻画城市间工资不平等的重要性，本文参照王洪亮和徐翔

（2006）的思路，采用泰尔指数将工资不平等分解为城市内工资不平等和城市间工资不平等。 劳动力

样本可以表示为 N={1，2，…，n}，假定劳动力同质且具有相同权重，向量 w=（w1 ，w2 ，…，wn ）为相应的

工资水平，μ 为工资水平的均值。 此时，泰尔零阶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I0=E0 （w）=
1
n i∈N
Σln μwi

（2）

将总样本 N 分成 m 组（k=1，2，…，m），即假定有 m 个城市；城市 k 相应的工资向量为 wk，工资

的均值水平为 μk ，人口数为 nk ，城市 k 的人口占总人口规模的比重为 sk =nk /n。 因此，泰尔零阶指数

可以分解为：

I0=E0 （w）=
m

k=1
ΣskE0 （w

k
）

kkkkkkk

城市 内

+
m

k=1
Σsk ln

μ
μkkkkkk

城市 间

（3）

这样便可将总体工资不平等分解为城市内工资不平等和城市间工资不平等。 为了考察工资不

平等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表 1 汇报了 1988—2013 年城市内不平等和城市间不平等占总不平等值的

比重。 由于各个年份的调查数据中所包含的省份并不一致，所以工资不平等的测度及其分解容易受

到地区变化的影响。 为此，本文选取这五年调查数据均包含的省份样本进行分析，分别为江苏、安

徽、河南、湖北和广东，但是每年所包含的城市样本仍然不同。
从表 1 实际工资不平等的分解结果可以发现，城市内不平等占主导地位，这与大多数研究的结

果基本一致（Kanbur and Zhang，1999）。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间实际工资不平等对总的工资不平等

仍然有较大的贡献， 其中 2005 年包含 289 个城市样本的分解结果显示， 城市间不平等占比为

28.23%；如果只考虑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和广东五个省份，城市间不平等的占比高达 32.76%。
另外，观察表 1 可以发现，1988—2013 年之间，城市内和城市间工资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并不是

单调的，这种波动现象主要是由 CHIPS 数据在各个年份涉及的城市样本不一致造成的，尽管本文已

经将五年调查数据所包含的省份保持一致。但是，采用现有的 CHIPS 数据仍然可以发现城市间不平

等的重要性。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包含的城市样本和劳动力样本远远大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数据，可以更为全面地反映城市间工资分布的不同。 因此，后文主要采用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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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城市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均值差异

实际工资 小城市 108383 6.6159 0.6276 -0.3437***

大城市 181110 6.9597 0.7213 （0.0000）

残差工资 小城市 82850 -0.1472 0.4892 -0.2308***

大城市 152778 0.0836 0.5553 （0.0000）

实际工资与残差工资的统计结果表 2

注：均值差异为大城市与小城市样本的均值之差，括号内为 t 检验统计量的 p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的置信

水平下显著；大、小城市的划分依据为国务院《通知》，即市辖区人口规模 100 万以上的城市为大城市，反之则为小城市。

年份 城市内不平等占比 城市间不平等占比

1988 83.79 16.21

1995 64.16 35.84

2002 81.42 18.58

2005 67.24 32.76

2007 76.22 23.78

2013 79.47 20.53

实际工资不平等的地区分解表 1

注：将 2005 年人口普查数据样本扩大至包含所有省份的全样本时，城市间不平等占比为 28.23%。

来分析城市间的不平等问题。
（2）城市间工资差距的描述统计。 本文采用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首先在表 2 中对大城市

与小城市实际工资和残差工资的均值水平进行统计比较， 然后通过实际工资和残差工资分布的核

密度图进一步反映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工资分布差异。 从表 2 可以发现，大城市的平均实际工资水平

和平均残差工资水平均显著高于小城市，而且大城市劳动力工资的标准差更大，其不平等程度更为

严重。

图 2 和图 3 分别为实际工资水平（对数值）和残差工资水平（对数值）的分布核密度图。 观察图

2 可知，大城市的工资核密度图在小城市的基础上整体向右偏移，意味着大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高

于小城市。 高工资部分的劳动力移动幅度更大，也就是说，高工资劳动力的城市间工资差距更明显，
而且小城市的工资分布比大城市更集中，这与表 2 中工资标准差的统计结果相一致。 图 3 中剔除劳

动力个体特征后，城市间的残差工资分布特征与图 2 类似。
为了考察大小城市间实际工资差距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本文比较了 1988—2013 年大—小城市

的实际工资差异①。 同样地，为了尽量排除省份地区不一致对变化趋势的影响，本文选取这五年调查

数据均包含的省份样本进行分析。 除 2007 年外，大—小城市间的工资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2007
年城市间工资差距下降主要是因为 CHIPS 数据涉及的城市样本在该年大幅减少所致。

① 统计结果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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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估计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比较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工资分布特征，识别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对工资分布的影响，
从而识别城市间工资差距的主要成因。 同时，本文还通过约束估计模型来探讨忽略选择效应对集聚

效应估计所造成的偏误。
首先， 城市集聚带来的规模扩张和专业化水平提升均有利于工资的上升， 从而形成工资溢价

（谢露露，2015）。 一方面，集聚外部性通过技术外溢与创新提高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会提升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集聚使得劳动力市场不断成熟，工人熟练程度提高，对

劳动力的需求上升，从而间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理论上，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会提高城市内所

有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劳动者的工资分布相对于小城市而言向右偏移。 但是，集聚经济对不同技能

劳动力的作用大小可能会不同，高工资劳动力和低工资劳动力的右移幅度可能会有所差异。 当低工

资劳动力从集聚经济中获益更大时，大城市工资分布的左半部分右移幅度较大，工资分布相对小城

市而言较为集中；当高工资劳动力获益更大时，大城市工资分布的右半部分右移幅度更大，此时大

城市的工资分布相对小城市而已更为分散，即大城市内的工资不平等更突出。
其次，大城市庞大的人口规模使得不可移动要素的价格上涨，庞大的企业数量导致产品市场竞

争更为激烈。 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和劳动力被“驱逐”到外围地区，从而降低大城

市中的低工资劳动力比例，大城市中的平均工资因此而上升。 由此推知，低技能劳动力的区位分布

会使大城市内的工资分布呈现明显的“左断尾”特征。 另外，大城市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

多的发展机会， 效率较高的劳动力会主动选择到大城市工作。 如果大城市吸引更多的高效率劳动

力，其高效率劳动力的比例将比小城市更高，高工资劳动力的比例也会更高。 此时，大城市的工资分

布将呈现明显的“右拖尾”特征。 但现实中，低工资劳动力和高工资劳动力在城市间的分布状况究竟

如何，却不得而知。 因此，本文采用分布比较分析方法来识别该问题。
具体而言，本文参照 Combes et al.（2012b）做了一般性的假定：通过对小城市的工资分布进行

左尾变化①（Truncate）、右尾变化（Sort）、移动变化（Shift）和伸缩变化（Dilate），可以拟合得到大城市

① 左尾变化可以为左截断，也可以为左拖尾，右尾变化可以为右截断，也可以为右拖尾。 截断还是拖尾，与参

数估计值的符号有关。

大城市 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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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分布。 其中，左截断和右截断用来反映劳动力选择效应对工资分布的作用，移动和伸缩用来

捕捉集聚效应及其异质性对工资的影响。 基于此，通过比较拟合得到的城市间工资差异占大—小城

市实际工资差异的比重，识别上述四个参数对大—小城市工资差异的解释程度。 记 λk （u）为工资分

布在 u 分位点处的工资水平；其中，k=s、l，s 为小城市（Small），l 为大城市（Large）。 式（4）为用小城市

工资表示大城市工资的表达式：

λl （u）=Dλs （S+（1-S軈-S）u）+A，u∈ max 0， -S
1-S軈-S∈ ∈，min 1， -S軈

1-S軈-S
∈ ∈∈ ∈ （4）

其中，A 衡量工资分布的移动，D 衡量工资分布的伸缩。 S为左断尾参数，S軈为右断尾参数，其含

义为，小城市工资分布的[S，1-S軈]部分与大城市工资分布的[0，1]部分相对应。 即小城市在S+（1-S軈-S）u
分位点处的工资水平，对应于大城市中 u 分位点处的工资水平。

式（4）中，参数 A 衡量大城市中集聚效应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参数 A 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
A 大于 0 说明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提高了所有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使工资分布整体向右移动；而 A 小

于 0 则说明大城市的工资分布在小城市的基础上向左偏移，此时大城市“拥挤效应”对工资的负面

影响超过了集聚效应的正面作用。D 参数可以反映集聚效应的劳动力异质性。D 的值可以大于 1，也

可以小于 1。 D<1 时，低工资劳动力获益更大，工资分布趋于集中；D>1 时，高工资劳动力受益更大，
工资分布较为发散。 根据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工资分布核密度图以及统计分析结果可知，大城市的集

聚经济使得其工资分布整体右移，且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更明显，因此预期 A>0，D>1。 参数 A
的估计结果可以用来检验假说 1，参数 D 的估计结果可用于检验假说 2。

式（4）中， S和 S軈既可以大于 0，也可以小于 0。 S大于 0 意味着，与小城市的工资分布相比，大

城市中的低工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较低，其工资分布会呈现明显的“左断尾”特征。相反地， S小于 0

则说明大城市中的低工资劳动力比例更高。 右尾参数 S軈大于 0 说明大城市中工资分布的“右断尾”

特征更为明显，大城市中的高工资劳动力比例更低；而 S軈小于 0 则意味着在大城市中，工资分布的"
右拖尾"特征较为明显，高工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较高。 为此， S可以较好地捕捉大城市中的低工资

劳动力的区位选择，而 S軈则可以反映高工资劳动力的区位选择。 参数 S和 S軈的估计结果用于检验假

说 3。
本文进一步考虑了大城市与小城市工资分布表达式的对称性， 在估计中利用线性插值法得到

不同分位点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然后采用拟牛顿法非线性最优化方法估计参数θ赞=（A赞 ，D赞 ，S赞 ，S赞 ），R
2
=

1-M（θ赞 ）/M（0，1，0），反 映A赞 、D赞 、S赞 、S赞 这 四 个 参 数 对 大 城 市 与 小 城 市 工 资 差 异 的 解 释 程 度，其 中

M（θ赞）为目标函数估计值①。 估计系数的标准误差通过自助法（Bootstrap Method）求得，自助法抽样的

次数为 100 次。

五、 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估计大城市与小城市实际工资分布和残差工资分布的特征差异， 考察大城市集

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对城市间工资差距的影响。 然后，基于残差工资分布的估计结果，定量分析了两

种效应的相对贡献，从而识别出城市间工资差距的主要成因。 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城市划分标

S
S S

① 目标函数的表达式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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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 （2） （3） （4） （5） （6）

A 0.2384*** 0.1905*** 0.3143*** 0.4096*** 0.3143***

（0.0035） （0.0071） （0.0013） （0.0064） （0.0013）

D 1.1864*** 1.5255*** 1.2345***

（0.0168） （0.0137） （0.0033）

S 0.0394*** 0.1412*** -0.1660*** 0.4196***

（0.0027） （0.0065） （0.0111） （0.0147）

S軈 0.0629***

（0.0053）

R2 0.9996 0.9988 0.9934 0.9780 0.9441 0.5032

样本量 211347 211347 211347 211347 211347 211347

实际工资分布的估计结果表 3

注：括号中为参数的自助标准差（Bootstrapped Standard Errors），抽样次数为 100 次。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置

信水平下显著。 估计样本剔除了分布两端各 1%的异常值。 数据为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大、小城市的划分标准为国务

院 2014 年《通知》，大城市的市辖区人口规模大于 100 万人，小城市则小于 100 万人。 下表同。

准的稳健性、特大城市中劳动力的分布状况，以及城市间工资差距的单位所有制异质性。
1. 基本估计结果

表 3 为实际工资分布的估计结果。 其中，模型（1）为包含大城市集聚效应（A）、集聚效应异质性

（D）、低技能劳动力选择效应（S）、高技能劳动力选择效应（S軈）的估计结果。模型（2）—（6）为约束估计

结果，即最优化估计中未全部包含 A、D、S、S軈四个参数，例如模型（2）中未考虑高工资劳动力的比例

差异，即假定大—小城市工资分布的右尾特征不存在差异，模型（3）—（6）以此类推。 约束估计结果

主要用于反映模型估计中缺漏某些参数会对其他参数的估计产生怎样的影响。

首先，观察表 3 模型（1）的估计结果可知，移动参数 A 的系数为 0.2384，并且在 1%的置信水平

下显著，说明大城市的实际工资分布在小城市的基础上明显右移，验证了假说 1，即大城市集聚效

应提高了所有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伸缩参数 D 的估计值显著大于 1，意味着在大城市中，高工资劳

动力的工资右移幅度更大。 此外，D 估计值显著大于 1 还意味着，与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的实际工资

分布更为分散，城市内工资不平等更为突出，小城市的实际工资分布则相对更为集中。 参数 D 的估

计结果验证了假说 2。 结合 A 与 D 的估计值可知，大城市的劳动力都会从集聚经济中获益，实际工

资水平显著上升；其中，高工资劳动力从集聚经济中获益更大，高工资劳动力的城市间工资差距更

明显，即假说 1 和假说 2 得到了验证。 模型（1）选择效应的估计结果显示，左尾参数 S的估计值显著

为正，表明大城市中的低工资劳动力比例比小城市显著更低。 右尾参数 S軈显著大于 0，说明大城市中

的高工资劳动力比例也显著更低。 参数 S的估计结果意味着假说 3 中的前半部分成立，而参数 S軈的

估计结果意味着假说 3 的后半部分不成立。 模型的拟合值 R2 高达 0.9996，表明参数 A、D、 S 、S軈可以

很好的解释大—小城市间的工资差异。
表 3 中模型（2）未考虑城市间工资分布的右尾特征差异，与模型（1）相比可以发现，参数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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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 （2） （3） （4） （5） （6）
A 0.1994*** 0.1981*** 0.2288*** 0.2530*** 0.2288***

（0.0028） （0.003） （0.0023） （0.0052） （0.0023）
D 1.1741*** 1.2182*** 1.1463***

（0.0097） （0.0067） （0.0042）
S 0.0162*** 0.0239*** -0.0219*** 0.1604***

（0.002） （0.0019） （0.0046） （0.0156）

S軈 0.0063***

（0.0015）
R2 0.9956 0.9948 0.9843 0.9255 0.9119 0.3343
样本量 230919 230919 230919 230919 230919 230919

残差工资分布的估计结果表 4

S的估计值都有较大变化，尽管符号和显著性并没有变化。 模型（3）未考虑分布的两尾特征差异，仅

包含了分布的移动以及移动的异质性，与模型（1）比较可以发现参数 A 和 D 的估计值均被高估，即

集聚效应的作用被高估，且高工资劳动力的城市间工资差距也被高估。 此外，模型（4）—（6）与模型

（1）相比也可以得出，忽略任何一个参数都会对其他参数的估计产生影响，并且模型对城市间工资

差距的解释力也会随着参数遗漏而下降。
上述实际工资分布的估计结果表明， 大城市中更高的工资水平一方面来源于实际工资分布的

右移，尤其是高工资劳动力的移动；另一方面来源于大城市中更低比例的低工资劳动力。 与此同时，
大城市中的高工资劳动力比例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大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 那么，在控制

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后，城市间残差工资的分布特征是否会有不同？ 表 4 为残差工资（对数值）分布的

估计结果。

表 4 模型（1）中包含了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参数 A、D、 S和 S軈的估计值符号与表 3 一致，表现

为集聚效应参数 A 显著大于 0，集聚效应异质性参数 D 显著大于 1，左尾参数S显著大于 0，而右尾

参数S軈的估计值显著大于 0。 但是，四个参数的估计值均比表 4 中相应参数的估计值小，尤其左尾参

数S和右尾参数S軈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这意味着，一方面，控制影响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个体特征

后，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对工资分布的影响仍然显著，即个体特征因素并没有影响集聚效应和选择

效应作用的显著性；另一方面，分析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对工资的影响作用时，如果不控制劳动力

个体特征的影响，会将个体特征因素的影响归入到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作用，从而高估集聚效应

和选择效应的影响。

2. 城市间工资差距的定量分析

表 4 的估计结果只能定性地考察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对工资分布的影响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

著性，却难以比较两类效应对城市间工资差距的作用大小，从而无法得知城市间工资差距的主要成

因。接下来，本文根据表 4 模型（1）中参数 A、D、S、S軈的估计值，定量测算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对城市

间工资差距的作用①。 图 4 为不同工资分位点处，移动效应、左尾效应、右尾效应以及三者的总效应

对城市间工资差距的贡献大小。

① 计算公式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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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城市间工资差距因素的定量测算

分位数 总贡献 集聚效应
低工资劳动力

选择效应

高工资劳动力

选择效应
总选择效应

10 0.1203 0.0856 0.0463 -0.0019 0.0440
25 0.1524 0.1364 0.0245 -0.0030 0.0212
50 0.1999 0.1936 0.0135 -0.0043 0.0088
75 0.2512 0.2525 0.0079 -0.0107 -0.0019
90 0.2969 0.3073 0.0053 -0.0202 -0.0160

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定量分析表 5

注：本文所采用的定量测算方法属于反事实分析方法，并非一般的完全分解方法。因此，总贡献与两种效应的简单加总有些许

差异。

观察图 4 可以发现，城市间工资差距主要由

分布的移动造成，即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以及集聚

效应的异质性是大城市高平均工资的主要来源。
与集聚效应相比，选择效应的作用较小。 其中，左

尾效应表现为大城市中的低工资劳动力的比例

较低，因此，左尾效应会扩大城市间的工资差距；
右尾效应则会降低城市间的工资差距，具体表现

为大城市中的高工资劳动力比例较低。
表 5 汇报了 10、25、50、75、90 分位点处集聚

效应和选择效应对城市间工资差距的贡献大小。
观察表 5 中两种效应对城市间工资差距的总贡

献可知，两种效应在高分点部分对城市间工资差

距的总体作用更强。 具体到两种效应的分析，大

城市集聚效应对工资的提升作用随着分位点的上升而加强， 反映了不同劳动力从集聚效应中获益

程度的不同。 高工资劳动力选择效应（分布右尾特征）主要作用于高工资劳动力，其贡献的绝对值随

着分位点的上升而逐渐变大。 低工资劳动力选择效应（分布左尾特征）的贡献则随着分位点的上升

而递减，即主要影响低工资劳动力。 表 5 中最后一列为高工资劳动力和低工资劳动力选择效应对工

资差距的总贡献。 比较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相对贡献大小可以发现，大城市集聚经济对工资的影

响占主导地位，选择效应导致的分布结构差异对城市间工资差距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在工资高分位

点部分，总选择效应会降低城市间的工资差距。

3. 稳健性检验及分析

（1）城市划分标准检验。 本文在基准分析中采用了 2014 年国务院《通知》的城市划分标准，但是

为了验证城市规模的划分标准对本文结论的影响， 本文根据市辖区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均值水

平、50 分位点、75 分位点，对大—小城市重新进行划分，对城市划分标准进行稳健性检验。 Combes
等（2012a）在考察法国大城市生产率优势与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关系时，采用城市人口规模、就

业密度的中位数划分大城市和小城市。 本文也采用 Combes et al.（2012a）的设计对城市划分标准进

行检验，根据人口密度、就业密度对城市划分标准重新检验①。

① 比较变量为残差工资对数值。 城市划分标准的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请参见 《中国工业经济》 网站（http：//
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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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规模的划分结果看，采用市辖区人口规模的 50 分位点、均值水平、75 分位点划分时，与

表 4 中按照国务院《通知》划分的估计结果相比，参数估计值的显著性和符号均保持一致。 根据市辖

区人口密度 50 分位点划分后的估计值的显著性和符号，与根据《通知》划分后得到的估计结果也一

致。 但是根据市辖区人口密度的均值水平和 75 分位点划分的估计结果中，一方面大城市中的高工

资劳动力的比例开始显著高于小城市，另一方面大城市中的低工资劳动力选择效应在减弱，变得不

再显著，即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提高，大城市中的高工资劳动力比例上升，低工资劳动力比例也在

上升，尽管低工资劳动力的比例仍然显著低于小城市。 此外，根据市辖区就业规模划分的结果与人

口规模划分的估计结果接近，根据就业密度划分后的估计结果与人口密度划分的结果相近，不再赘

述。 综合上述结果可知，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中，低工资劳动力和高工资劳动力的比例均较低，主

要是中等工资水平劳动力。 高工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中。
（2）城市规模的进一步细分。 为了更为细致地探讨不同规模城市的劳动力分布状况，本文将城

市进一步划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然后比较劳动力实际工资和残差工资的分

布差异。 国务院 2014 年《通知》的具体划分标准为：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为 500 万人以上，大城市的

划分标准为 100 万—500 万人， 中等城市的划分标准为 50 万—100 万人， 而小城市的划分标准为

50 万人以下。 因此，本文根据 2014 的《通知》，将特大城市定义为市辖区人口规模在 500 万人以上

的城市，大城市为人口规模在 100 万—500 万人之间的城市，中等城市为人口规模在 50 万—100 万

人之间的城市，小城市为人口规模小于 50 万人的城市。
由工资水平的统计结果①可知，不管是实际工资还是残差工资，中等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反而

低于小城市，大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显著高于中等城市，特大城市的平均工资最高。 四类城市中劳

动力残差工资的均值水平相对高低与实际工资的统计结果一致。
由各类城市实际工资和残差工资分布的比较结果可知：实际工资分布的比较结果中，与小城市

相比，中等城市的实际工资分布整体左移，并且中等城市中的低工资劳动力和高工资劳动力比例均

显著更低。 结合实际工资的统计结果可知，与中等城市相比，小城市中的低工资劳动力和高工资劳

动力比例均较高，并且平均工资水平也更高。 与中等城市相比，大城市的实际工资分布整体右移，并

且高工资劳动力的右移更为明显，同时大城市中的低工资劳动力和高工资劳动力比例均较低。 与大

城市相比，特大城市的实际工资分布整体右移，并且特大城市中的低工资劳动力和高工资劳动力比

例均显著高于大城市。 从实际工资分布的估计结果可知，高工资劳动力和低工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

小城市和特大城市中，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中主要是中等工资的劳动力。
残差工资分布的估计结果中， 移动参数和伸缩参数估计值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实际工资分布的

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但左尾参数和右尾参数的估计结果有一定的差异。 具体而言，与小城市相比，中

等城市残差工资分布的左尾参数不再显著。 大城市与中等城市残差工资分布的估计结果与实际工

资分布的估计结果在显著性和符号上保持一致。 在特大城市与大城市残差分布的比较结果中，左尾

参数显著大于 0，右尾参数显著小于 0。 结合实际工资分布的估计结果可知，在控制劳动力个体特征

因素后，地区集聚经济和选择效应最终导致低残差工资劳动力的比例较低，而高残差工资劳动力的

比例较高。 因此，对于特大城市而言，本文的假说 3 成立。
（3）单位所有制异质性。 本文采用的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包含了劳动力工作单位性质方

面的信息，这为本文分析国有企业劳动力和民营企业劳动力的异质性提供了数据支持。 观察不同所

① 四类城市劳动力实际工资和残差工资的均值统计结果和分布比较结果请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
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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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单位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与残差工资的描述统计结果①可知， 不管是实际工资还是残差工资，大

城市中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小城市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 大城市中民营企业的平均工资

水平也显著高于小城市民营企业的平均工资，并且大城市中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高于民营企业。 从

城市间工资差距的大小来看，民营企业的城市间工资差距更大，是城市间工资不平等的重要载体。
本文进一步比较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实际工资和残差工资的分布差异②。 从实际工资分布

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大城市国有企业中的低工资劳动力比例明显低于小城市国有企业，但是高工

资劳动力的比例则与小城市国有企业没有显著的差异。 大城市民营企业中的低工资劳动力比例也

显著低于小城市中的民营企业， 但是高工资劳动力的比例则显著高于小城市的民营企业。 也就是

说，高工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的民营企业。
控制劳动力个体特征后，从残差工资分布的估计结果可知，大城市国有企业中的低残差工资劳

动力比例和高残差工资劳动力比例均显著低于小城市国有企业， 大城市民营企业中的高残差劳动

力比例也低于小城市民营企业， 低残差工资劳动力的比例与小城市民营企业不再有显著差异。 此

外，民营企业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分布和残差工资分布右移程度（即 A 估计值）均高于国有企业，并且

高工资劳动力的右移幅度更大。
结合实际工资和残差工资分布的估计结果可知， 高工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的民营企

业。 控制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后，民营企业劳动力选择效应的显著性下降，民营企业之所以成为城市

间工资差距的重要载体，是因为民营企业从大城市集聚效应中获益的程度比国有企业更大。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如何优化收入分配、缩小全社会收入差距，是“十三五”规划的施策重点。 目前城市间工资差距

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城市间工资不平等也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所必

须解决的难题。 因此，城市间工资差距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政策意义。 虽然可以将城市间

的工资不平等现象归因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但

是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逻辑也是工资差异化的重要因素，甚至是主要解释因素。
本文运用 Combes et al.（2012b）提出的“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方法，基于 2005 年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首次从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两方面，对中国城市间工资差距的成因进行了系统

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定量识别了城市间工资差距的主要来源。 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将城市细分为

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考察了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变化；并从工作单位所有制性

质方面探讨了城市间工资差距的异质性，从而为缩小城市间工资差距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①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都是形成中国城市间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其中集聚效应的

影响起主导作用。 尽管选择效应对城市间工资差距的作用较小，但是忽略低工资劳动力和高工资劳

动力的选择效应，会严重高估集聚效应的作用，而且对城市间工资差距的解释力也会下降。 这意味

着，选择效应在模型估计中不可或缺。 ②大城市的集聚经济显著提高了所有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高

工资劳动力的获益程度更大。也就是说，高工资劳动力是城市间工资差距的主要载体。与此同时，大

城市内劳动力的工资分布比小城市更分散，城市内工资不平等更为严重。 ③随着大城市划分标准的

提高，大城市中的低工资劳动力比例越来越低，而高工资劳动力的比例越来越高。 在人口规模超过

500 万的特大城市中，高工资劳动力和低工资劳动力的比例均较高。 ④大城市国有企业中的低工资

① 描述统计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② 估计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公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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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比例明显低于小城市国有企业，高工资劳动力的比例则与小城市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差异。 大

城市民营企业中的低工资劳动力比例显著低于小城市民营企业， 而高工资劳动力的比例则显著高

于小城市民营企业。 这表明，高工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的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劳动力的工

资分布右移幅度高于国有企业，并且高工资劳动力的右移幅度更大，意味着民营企业劳动力从集聚

效应中获益更大，民营企业因此成为城市间工资差距的重要载体。
本文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

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得出：①城市集聚经济是大城市高工资的主

要来源，也是城市间工资差距的主要成因。 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劳动力的选址问题，大

城市中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效应明显， 劳动力集聚的匹配、 共享和学习机制会加强人力资本的外部

性，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 因此，增强劳动力的区域流动性，积极吸引劳动力人才，形成

劳动力市场集聚，加强中小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是提高中小城市工资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

城市间工资不平等行之有效的方法。 ②大力发展中等城市的民营企业，利用市场化机制吸引高技能

劳动力， 是降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与大城市工资差距的有效举措， 从而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

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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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lomeration and Selection Effect for Wage Gap between Cities in China
———Study Using the “Un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Feature-Parameter

Correspondence” Approach
ZHANG Guo-feng1， WANG Yong-jin2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UIBE， Beijing 100029，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Optimiz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are the key policies of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census data in 2005， this paper attempts to be the first to
analysize the sources of wage gap between cities in China through agglomeration and selection effect， using the
“un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feature-parameter correspondence” approach. We find that： Firstly， both agglomeration
and selection effect are important sources of wage gap between cities， in which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dominants.
However， neglecting the selection effect will severely overestimate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Secondly， the high-wage
workers and low-wage workers coexist in the megalopolis. The medium-wage workers are mainly clustered in the
middle -scale cities. Thirdly， the high -wage workers benefit more through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in the large
cities， and wage inequality in these cities is more remarkable. Thus the wage gap between cities is even more
pronounced for high-wage workers. Finally， high-wage worker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private firms of large
cities. In addition， the workers of private firms are the main embodiment of wage gap between cities， who benefit
more from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Key Words： wage gap between cities； agglomeration effect； selec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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